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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介绍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化学教育家、科学史家张资珙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基础和相关工作后，
分析他从科学思想史进路和实证主义编史学进路于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所做的一些工作和取得的成就，从而说明

西方科学史研究理论亦能成功应用于中国科学史研究。
关键词: 科学思想史; 实证主义编史学; 中国科学史; 张资珙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7062( 2011) 02 － 0082 － 05

张资珙( 1904 ～ 1968 ) 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化
学教育家、科学史家; 1919 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 上
海理工大学前身) 化学系，1924 年毕业并留校任教;
1927 年考取清华大学庚款赴美留学; 1930 年 7 月，
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
sity) 哲学博士学位，不久便回国，先后在厦门大学、
华中大学、岭南大学和武汉大学任化学教授。作为
化学研究和化学教育工作者，张资珙也出于学术研

究的兴趣，开展科学史( 尤其是化学史) 的研究，并

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张资珙就开始从事科学

史研究与科学传播活动，曾从思想史进路分析了过

去中国于科学上的贡献甚微之原因。之后，他又从
当代科学史学科的奠基者、哈佛大学教授乔治·萨
顿( George Sarton) 那里获得启示，在实证主义纲领
下，对中国古代炼丹等技术的产生、发展以及中西科
学文化交流史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和考证。科学
思想史和实证主义编史纲领，是西方科学史研究理

论的代表。张资珙在某种程度上将它们应用于“中
国科学史”研究，力求在科学与文化之间架起一座
沟通的桥梁，诚如他在《化学元素发见史》( 1952 年
7 月上海中国科学仪器图书公司出版) 的“译者赘

言”中所言: “此书之成译与增释，能与国人更深知
科学与文化之关系与科学史实之宜审求者，诚为译

者之幸。”［1］iv

一 张资珙的科学史研究基础与相关工作

张资珙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在中国古汉语、古
文学及诗词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同时又精通英语，通

晓德、法、日、俄等多国文字，是一位既懂科学，又懂
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方面知识的学者。［2］他能在
中国科学史研究上有所成绩，一方面是因为他特殊

的科学教育经历，另一方面是其较好的国学基础。
另外，张资珙与西方科学史大家萨顿和李约瑟的相

关讨论和交往，对他的科学史研究工作亦有不少的

助力。
张资珙的国学基础与其家学渊源和喜好阅读是

分不开的。1904 年，张资珙出生在广东嘉应州
( 1911 年复名梅州，1914 年改名梅县) ，为当地崇文
重教、具有典型客家精神的留馀堂宗族之后裔。张
资珙的祖父张麟安在清代主持过广东崇实书院，著

有《真吾斋诗草》。他的父亲张淑皋于 1904 年以嘉
应州优廪生考取广东省特等第一名，被广雅书院派

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官费留学，毕业后历任东京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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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总署、神户领事馆总领事。张资珙自幼聪颖好
学，成年后的阅读兴趣更是有增无减，曾是“五四”
时期新文艺创作的重要阵地之一、有重大影响的报
纸副刊《时事新报·学灯》的忠实读者。他藏有大
量中、外文图书，对《廿四史》等都有很深的研究，对
中国历史相当熟悉，同时涉猎文学、宗教等领域内的
相关问题，并进行深入的研究。例如，他发表在
1924 年第 72 期《青年进步》上的《从创造社作品里
去观察基督教》一文，阐述了文学的职责和创造社
文学作品的宗教观等问题［3］。
张资珙科学教育始于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汲平如

( J． H． Giffin) 博士于 1914 年创办的广东梅县广益中
学，而促使其产生科学史研究兴趣的则是在沪江大

学。沪江大学是一所具有西方办学特色的教会大
学，在文科基础上发展理科，是其办学的显著特点。
化学系是沪江大学创办最早的两个理科系之一，后

来亦是沪江理科中最强的一系。在其课程设置中，
就有为大四学生开设的化学史课程( 两学期，每周

授课 2 小时) 。另外，沪江大学的学生社团发达，涉
及文学、艺术、体育、宗教和自然科学各个方面。在
沪江大学求学和工作期间，张资珙就爱好阅读，勤于

笔耕，致力于科学传播译述，曾在《现代评论》、《青
年进步》、《沪江大学月刊》、《时事新报·学灯》等报
刊上发表诗歌、书评、杂评等类型作品。所有这些，
为张资珙后来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做些工夫”。
除中国科学史研究外，张资珙为近代中国的科

学传播事业与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也做了大量工作。
在沪江大学任化学教师时，由于“觉得国内一般初
学科学———尤其是化学———的学生，很少课余的读
物……找不到足以引起他们于科学发生兴趣的书
籍”，张资珙便于 1925 ～ 1927 年间，花费整整两年时
间翻译有趣动人的美国知名科普作家 Edwin E． Sl-
osson( 1865 ～ 1929) 的《化学之创造》( Creative Chem-
istry) ，以期作者那“生花的妙笔，把干枯的科学事
实，或平常不以为奇的现象”，明晰而有趣地展示在
中国大中学生面前，从而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

趣［4］，最终在我国普通民众与科学之间架设一座沟

通的桥梁。
张资珙亦是中西科学文化交流的使者。1944

年 8 月 ～ 1946 年 12 月，张资珙应英国文化委员会
邀请到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等校讲
学。他在讲授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根据自己多年来
对中国科学史研究成果，用极为精确流畅的英语讲

述一些中国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发明创造和科学技

术。1945 ～ 1946 年，他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讲学期
间，还与英国科学史家、汉学家 Herbert Chatley
( 1895 ～ 1947) 博士合作，编辑英文《中国天文学与
历法史论文集》(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History of
Chinese Astronomy and Calendar Making) ，其中收录
董作宾的《仲康日蚀》、《殷历长编》、《周公土圭量日
影法》和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之地点与时代》等
文章［5］［6］。在英国讲学期间，他还应邀去法国巴黎
大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讲授中国科学史。张资
珙关于中国科学史的演讲和编译工作，在西欧学术

界引起很大反响，为促进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作出了

重要贡献。在此期间，张资珙还被聘为英国皇家医
学史学会、工程学史研究会和国外科学家协会会员，
在参加这些学( 协) 会的有关学术活动时，常不失时

机与西方学者交流，从而扩大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文

化在西方世界的影响。
张资珙亦是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

好友。在李于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主持中英科学合
作馆，以及张资珙于 1944 年 8 月 ～ 1946 年 12 月在
英国剑桥大学等校讲学时，两人交往甚密，共同讨论

中国科学史问题。李约瑟曾坦言，在撰写《中国科
学技术史》时，“在化学上得到了张资珙的帮助”［7］。
这从另一角度说明，张资珙对中国科学史研究工作

和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二 思想史进路的中国科学史研究

1924 年从沪江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张资珙留校
任教，其对科学史研究的兴趣有增无减。1926 年，
他发表《科学在中国之过去与现在》一文，其中指
出: 在近数千年中，中国曾产生一些与近代西方科学

思想相近的学术思想，如周末诸子崇尚的判析思想、
两汉及魏晋的天文历算、东汉王充的怀疑精神、南北
朝仙药家的铅汞学说、宋儒的性理研究、西学东渐时
期的新思想，但“西人著科学史者，言古代科学，仅
及巴比伦希腊埃及诸邦，而于吾东亚之古大帝国，竟

每不置一辞，一若吾国尚无科学者。实则吾国于科
学上之贡献虽微，要亦可与彼三国媲美。”［8］在此文
中，张资珙亦分析了上述可能诞生西方意义上的科

学之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特征，及其最终未能形成科

学体系之缘由，即将中国数千年来的科学与技术置

于希腊传统的科学框架下，在科学思想史纲领下，对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进行分析，得出中国科学于过

去数千年中，除数学、天文学外，“殊无足纪”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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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古代未得研究科学的方法。张资珙
指出: 中国“制陶造纸印刷诸术，发明亦早，惜仅为
一人一家之术巧，每秘而不肯示人。即有纪载，亦漫
无系统，仅有事实之说明，而乏理论，进步极迟。［8］”
这就是说，中国古代的那些伟大技术发明，由于缺乏

归纳的科学方法，无法上升到理论体系，最终只能止

步于搜集经验法则的层面。而“理学之要术有二，
一曰归纳法，一曰演绎法。二者之于科学也，如车之
有两轮，如鸟之有两翼，失其一则无以为用也。”［9］

相反，张资珙在描述“西学东渐”第三阶段的科学图
景时指出，辛亥革命后，国人转而以西方的科学方法

治科学，成绩虽微，但数年来的努力还是有值得称道

的地方，如科学会社、研究与出版、科学名词、科学教
育等，正所谓: “中国真正之科学，近年始见萌
芽。”［8］

第二，中国古代学者不重视物质科学。张资珙
指出: “国人素来对于形而下之学，视为小技，无足
轻重。”［8］中国古代学者不重视物质科学，是因为中
国先民的先觉而直接进入到人对人的研究，所以中

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人伦本位文化( 而西

方是重视个人与外物对立的个人本位文化) ，重视

伦理，即人与人关系之和谐。因为重视人伦，所以古
代中国学者养成了不注重物质科学的习惯。长期的
这种文化习惯，自然也会有其流弊，即不利于科学的

发生。
第三，中国古代存在学术专制。就政治专制而

言，欧洲中古君主之专横，远甚于中国汉唐宋明等朝

的帝王; 而学术专制唯有古代中国最盛，且是中国自

秦以后历代君主控制天下的不二法门。学术专制又
有政府专制和学者专制之分，因有政府专制而才有

学者专制，而开中国政府学术专制之端者则为中国

的“先王”［10］。张资珙指出，因“有历代帝王与伪学
术之专制，故于此数千年中，学术虽屡有发达之机，

卒泯灭殆尽。”［8］对此，张接着又举例云:“周末诸子
之判析思想，后汉王充之怀疑精神，南北朝仙药家之

谈铅汞，家宋儒之言格特致知，非受伪学者( 阴阳

家) 之摧残，即被‘先王之道’所荼毒。”［8］

张资珙此处所说的“伪学”即是“阴阳五行”说。
作为“五四”之前中国文化骨架的“阴阳五行”说，不
仅对阴、阳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概念界定十
分模糊，对“阴阳”消长和“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也
没有给出有充分说服力的因果关系论证，更没有用

实验来证明它。“阴阳五行”之形而上学观念，深嵌
到古代中国人生活的一切方面，弥漫于意识的各个

领域，科学技术领域自然也不例外。对此，张资珙还
特地以中医为例进行论说: “以言医学，发生虽早，
而自汉以后，深误于阴阳五行之说，纳人生一切疾病

于生克之中。治病之法，人各异术。内径素问灵枢
等所言，不过尔尔，无所谓生理学、解剖学也。”［8］也
就是说，中医应用“阴阳五行”的观点，指导防病治
病的实践，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作为包括中医学

在内的中国古代科学之形而上学基础，它与西方近

代科学所继承的古希腊构成论的自然哲学传统是互

斥的。
“先王之道”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一种重要
的传统观念，通常指孔孟儒家心目中尧舜禹汤文武

周公所推行的一套以仁义伦常为核心的礼制法度规

范。公元 10 世纪，一批新的天才人物相继地将儒、
释、道三者合一，形成一种新的儒学———宋学。就理
想或目的来说，各种类型的新儒家全都一样，其理想

都是去人欲以存天理。几千年来，被儒家思想所主
导的中国，由于其民族思想中“人为”路线的消亡，
就以全部精神力量致力于另一条路线，即直接地在

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这就决定了他们不需要科
学的确实性，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希望征服

的只是他们自己。另外，作为中国古代一直用于抨
击弊政、匡扶危局、实施改良、劝导君主的思想武器，
“先王之道”也是墨守成规、抵制革新的理论依据，
典型地体现了农业 －宗法社会中求和求同的正统心
理和求稳求安的保守心理［11］，这与科学创造所要求

的求异思维相去甚远。
到了近代“西学东渐”时期的前两个阶段，已是

强弩之末的“阴阳五行”说，加上新兴的“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说，成为摧残输入的西方科学之元凶。
张资珙指出，明末清初阶段的西学东渐，使中国“以
算法鸣于时者，颇不乏人”，但远不如经学之盛，且
于乾嘉之后有成绝学之虞; 道咸以后，由于国人视科

学为“致用之具”和“身心性命之学”，即枪炮船车式
和书院式的科学，将科学研究当做国家自强之道和

个人入仕之资，故终究舍本求末，鲜有成就。同时，
张亦强调:“近人梁漱溟论东西文化，谓欧亚交通不
开，长此过去，再历数千年，中国仍将其本来面目。
斯言虽似过分，而实含至理。”［8］可见，张资珙洞悉
了中西文化交流于中国科学发展的巨大作用。

三 实证主义编史学进路的中国科学史研究

1937 年张资珙赴美休假期间，曾专程到哈佛大
学拜访萨顿。萨氏对张慨言其数十年来于科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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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尽瘁，并就科学史研究方面问题与张进行了讨

论。后来，张资珙说: 萨顿对“于科学史实之真确
性，盖时虞拳拳不获尽其夙负者，此于其巨著 Intro-
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尤足见之。”［1］vi在萨
氏这种实证主义编史学纲领鼓舞下，张遵循实证主

义编史学进路，着手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这主要体
现在其《化学元素发见史》的翻译和后续的相关研
究中。
通过考察张的《化学元素发见史》译本，可以看

出，张资珙非常注重对原文的考订和史料的补充。这
些内容以译者注释的形式纳入书中，且篇幅达全书的

三分之一。据有的学者统计，全书新增注释 269 个，
其中 13个与中国有关。这些译注，短的只有一两行，
长的则达千字以上，从中可以概见，张先生在中西科

学史上的高深造诣［12］。在那些与中国有关的译注和
增补的插图图注中，有些已不是一般的注解，而是他

精心考证和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的所得，其中个别

的还被他在后来的研究中撰成专文。
第一，作为考证和研究结果的译注。例如，在第

1 章的“译注㈥”中，张资珙首先讨论了“中国铜器时
代”的界定问题，分别介绍了章鸿钊、马衡、( 日) T．
Dono及丁文江的观点。接下来，他指出: 人类文化
的演进不一定要遵循“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
器时代”三阶段说; 对此，他举例说: “北美之合众国
素以矿藏丰富著称，而锡乃独缺，欧人初履是土时，

其土人仍未知有所谓金属之锡，而彼辈因外来人之

介引，乃由铜石器时代骤臻于铁器时代。他若澳大
利亚、新西兰及太平洋诸岛屿之居民，其文化演进之
阶段也多类乎此。”［13］4 － 5在第 1 章的“译注㈨”和插
图 6 的图注中，张资珙对中国古代炼丹术在化学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细致考查，深入研究，并给出自己

的见解: 东汉炼丹家魏伯阳的“龙呼于虎，虎吸龙
精，两相饮食，俱相贪并”诗句，是汞、铅两金属元素
之见用于中国，为期盖甚早［13］8 － 9。难怪有学者声
称，张资珙翻译出版的“西方学者的化学史著作，促
进了中国炼丹术研究的深入”［14］。
第二，对一些译注有进一步研究。例如，在第 3

章的“译注㈤”中，张先生通过阅读文献，考证了“中
国用锌之起源”问题，最后总结云: “吾国人知以炉
甘石制鍮，当始于唐代。至宋绍圣( 1094 ) 时，乃以
之入制钱中。而此乃先于印度王马达拿毗拉识锌为
一种金属时二百余年也。”［13］28之后，关于该问题，他
又进一步研究考证，撰写成“论中国的炼锌和它的
起源———兼及几个相关的问题”一文，并已被《科

学》杂志采用，遗憾的是，尽管 1957 年的《科学》33
卷第 2 期的“下期预告”中已经预告该文，但是，由
于接下来的政治运动影响，文章未能发表，就连原稿

也被散佚。在第 3 章的“译注㈨”中，张给出自己对
“中国之白铜”的初步研究结果，后来又对其作进一
步考证，并于 1957 年发表了题为“略论中国的镍质
白铜和它在历史上与欧亚各国的关系”( 载《科学》
33 卷第 2 期) 的论文。经过考证和分析，他针对韦
克斯“镍是瑞典金属”的观点指出: 世界上最早炼出
镍的是中国。20 世纪 60 年代，张资珙在编写《英汉
化学专业常用词汇》时，在对镍质白铜对应的几种
西文名称进行详细的解释和说明时，也指出其最早

被中国先民认识和利用的事实:“German Silver固然
可以直译为‘德国银’，但我们必须弄清楚并予以注
释的是这所谓‘德国银’，不过是 19 世纪 20 年代一
些欧洲化学工艺家在耗费了不少时间和心血后，才

成功地仿制出的一种中国镍质白铜。而‘German
Silver’这一名称和其他什么德语的‘Neusilber’或法
语的‘Maillechort’一样，都只是当时仿造中国白铜
的厂家巧立名目，籍以掩盖其意在抹杀我国劳动人

民在化学工艺上早已有的成就，从而自炫的伎俩而

已。”［15］

第三，对译注的修订和增释。在张资珙自存的
《化学元素发见史》译本中，发现他后来对原来一些
译注又有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可惜其译本未能再

版。不过，有的增释还是以研究论文的形式另行发
表了。例如，第 3 章“译注㈥”关于《天工开物》的说
明，张后来通过进一步的考证与研究，撰写了题为

“关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元素发现史”增释
之一”的论文，发表在 1956 年第 11 期《历史研究》
上。在此文中，他对《天工开物》成书时间的不同说
法、现存版本来源、国外译本、国外学者译介书中部
分内容等情况进行了考证和介绍，并评价曰: “其有
功学术，决不在徐文定译‘几何原本’之下。而其书
自有其不朽的价值，‘诚足为学界增重’。19 世纪法
国东方学家儒莲( S． Julien) 屡以之迻译，刊诸各论
学杂志，且辑为专书，自亦有因。”［16］

综上所述，张资珙成功地开辟了一条将西方科

学史研究的实证主义编史学方法运用到中国科学史

研究的路线。张资珙本来计划乘着 1956 年高等学
校“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之东风，在完成武汉大学下
达的“中国化学史”研究课题过程中，发表系列研究
论文后，撰写《中国科学史》，但随后的一波又一波
政治运动，使这位雄心勃勃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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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未能如愿，就连自己的性命也没能保全下来，这无

疑是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一大损失。

四 结语

张资珙是我国近现代科学教育工作者在科学史

研究领域卓有成效的代表之一。通晓中西文化，具
有良好的西方科学教育背景，注重同西方科学史家

的学术讨论和学术交往，是他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

驾轻就熟，并能做出一定成就的主要原因。他从思
想史进路，研究了中国数千年来于科学上贡献甚微

的问题，是“李约瑟难题”提出之前，类似问题的早
期解答版本之一。他在研究和著译实践中，遵循实
证主义编史学路径，巧妙地对中国古代炼丹等技术

在化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并给出独到见解。另外，他也不失时机和场合地向
世人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并与萨顿、李约
瑟同道，奉行新人文主义理念，反对科学的“欧洲中
心论”，主张多元科学观。总之，张资珙在中国科学
史研究领域所做的工作，堪称西方科学史研究理论

成功应用于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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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g Tzu － kung was a famous chemistry educationalist and historian of science in modern China．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ndition and some experience of Chang Tzu － kung' s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
ence，this paper analyzes his work and achievement in the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based upon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and positive historiography，and demonstrates that historiography of
western science could be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the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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